
清代私家释律及其方法

何 教

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
,
由于历代王朝频繁地展开立法活动

J.

传统注释法学较为

发达
,
产生了一大批注释法律的专门人才

。

为了帮助司法官吏正确地理解法律规范的精神
,

他们采用种种方法对封建法典进行解释
,
如解释秦律的 “ 答问” 、

汉律的 “ 章句” 、

魏晋律

的 “ 集解” 、

唐律的 “ 疏议” 和宋律的 “ 音赋” 等
。

明清以后
,
封建经济

、

文化的发展为法

律解释方法的完备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
。

尤其是清代
,
在 “ 经世致用” 学风导向下

,
法律解

释在集历代经验之大成的基础上
,
根据时代的需要

,
走上 了一条既有继承又有独立发展

, 以

倡导法律的实用为目的的道路
。

据不完全统计
,
终清一代

,
私家注释 《 大清律例 》 的释本有百余家

,
一百三十多种

,
尚

不包括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
。

其中
,
在清代影响较大

,
对清律的修订

、

变革有直接帮助并被

广泛地适用于司法实践中的释本就有六十余种
。

这些释本注释方法不同
,
形式 多 样

,
有 辑

注
、

笺释
、

全纂
、

汇纂
、

统纂集成
、

通考
、

根源
、

图说
、

律表
、

歌诀等
。

此外
,
各类释本的

注释原意也不尽一致
,
有立意于注释律例条文

、

疏解律意
、

阐发立法主
.

旨的辑注类释本
,
如

《 大清律例辑注 》 、 《 大清律例集注 》 、 《 大清律例集解附例笺释 》 、 《 读律佩满 》 、 《 王

肯堂笺释 》 、 《 大清律笺释合抄 》 、 《 大清律例朱注广汇全书 》 、 《 大清律例全纂 》 、 《 大

清律例通纂 》 、 《 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 》 等 ; 有立意于考竟源流
、

探求律例的历史因革和

变化的考证类释本
,

如 《 大清律例通考 》 、 《 大清律 目附例示掌 》 、 《 大清律例纂修条例按

语删稿 》 、 《 大清律例根源 》 、 《 大清律例按语 》 、 《 读例存疑 》 等 ; 有专为初入仕或初入

刑幕者编写的实用性很强的司法指导类释本
,
如 《 祥刑要览 》 、 《刑钱指南》 《 不碍轩读律六

种 》 、 《 驳案新编 》 、 《 律法须知 》 、 《 读律心得 》 、 《 刑案汇览 》 、 《 明刑 管 见录 》 和

《 祥刑古鉴 》 等 ; 有为方便用法者记诵
、

查阅而择取常用的律例条文编纂成的便览类释本
,

如 《 大清律例便览 》 、 《 大清律例提纲 》 和 《 读律提纲 》 ; 还有为使律例条文简明易懂
,
而

将全部律例条文简绘成图表形式的图表类释本
,
如 《 名法指掌 》 、 《 律例掌珍 》 、 《 律例图

说 》 、 《 律表 》 、 《 读法图存 》 、 《 续辑明刑图说 》 ; 还有为进行法制宣传
,
摘取清律条文

中部分关键辞句
,
编成韵诗的歌诀类释本

,
如 《 大清律例歌括 》 、 《 大清律例七言集成 》 、

《 读律琅朗 》 、 《 大清律例歌诀 》 、 《 读律一得歌 》 等
。 ①这类 《 大清律例 》 私家释本的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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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涌现和在司法实践中被越来越广泛地加以援用
,
显示了清代私家注律活动的一些鲜明的特

点
。

第一
,

普遍性
。

清代私家注律活动
,
是在得到朝廷的默认和各地方官府的认同与提倡下

进行的
,

儿乎各省
、

州
、

县 间刑衙门都有释律之举
,
书坊和官书局也大量地雕印这些释本

。

私家释律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半官方性质的研究法律
、

宣传法律的活动
。

这与汉代部分孺家

引经注律
、

父子相传解律相比
,
规模要大得多

。

唐律虽有房玄龄
、

长孙无忌等人疏议
,
其注

律的广泛性也远逊于清代
。

明代中期以后
, 私家注律活动虽然兴盛

,
各释本也纷纷出现

,
但

其数量和种类也与清代不可比拟
,
未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活动

。

第二
,
阶段性

。

清初到乾隆

中期以前
,
释本的数量较少

, 注释形式较简单
, 以辑注类

、

司法指导类释本为主
,
也有少量

的图表类释本出现
。

乾隆中期以后
,
释本数量激增

,
多种注释形式并存

,
除辑注类

、

司法指

导类释本以外
,
考证本

、

便览本
、

歌诀本和大量的图表本纷纷间世
,
注释风格呈现出拖沓与

明快共存的态势
。

例如
,

一方面
,
乾隆中期以后的辑注类

、

司法指导类释本
,
沉缅于重复

、

繁琐的列举式注释之中
,
语言愈趋冗长

,
象 《 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 》 之类

,
即是如此

。

另

一方面
, 为方便司法官吏

、

刑名幕友查阅
、

诵读的简释本
,
如便览本

、

图表本之类
,
在注释

语言上力求简练
、

通畅
,
注释风格较明快

。

再从释律活动的发展趋势来看
,
从清初至乾隆中

期属发展阶段
,
乾隆中期以后

,
进入鼎盛时期

, 一直延至清末
。

这一现象是清以前历代所不

曾有过的
。

第三
,
体例多样化

。

由于 《 大清律例 》 的释本种类繁多
,
各类释本之间

,
注释风

格也迥然有异
, 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体例

。

如采用 “ 图表” 、 “ 歌赋” 的体裁
, 以图文并茂的

形式对 《 大清律例 》 的主旨进行提炼和概括
, 以此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

,
这也是自汉唐至宋

明所不可企及的
。

由此可看出
,
传统律学发展至清时已经达到了比较先进 和完善的境地

。

《 大清律例 》 私家释本的大量涌现和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地适用
,
对清代法制产生 了巨

大影响
,
主要表现在对立法和司法的影响以及协调全国法制机器的运转方面

。

1
.

对 立 法的影响
。

清统治者在历次修律时
,

都很重视释律家们对 《 大清律例 》 所作的注

释
,
在有限的范围内

,
赋予这些解释以一定的法律效力

。

康熙二十八年 ( 1 6 7 9 )
,
律例馆总

裁张玉书在呈 《 大清律集解附例 》 奏疏中说 : “ 律文仿自唐律
,
辞简意赅

,
诚恐讲晰未明

,

易致讹外
,

臣等汇辑众说
, 于每篇正文前增用总注

,
疏解律义

,
期于 明 白易 畅

,
使 人 易

知
。 ” “ 众说” , 即私家释文

。

雍正五年颁布的 《 大清律例集解 》 ,
每条律文之后的总注

,

多辑录名家解说
。

如 “ 监守自盗仓库钱粮” 条律后总注就有 : “ 《 据会 》 、 《 管见 》 、 《 笺

释 》 诸家皆云 : `

若非盗守
,
但系在官有职役之人… …挟公原赃不举者

,
俱科以枉法 ” 等私

家释语
。
再从法典的结构来看

,
其律文和律后总注的关系

, 一如 《 唐律疏议 》 中律文和疏议

的关系
, 总注的效力与律文相同

,
故律后总注是一种正式的立法解释

。

由此推知
, 私家释律

的部分 内容在康熙雍正时
,
就已被清王朝立法机构认同并加以援用

。

乾隆五年最 后 定 稿 的
《 大清律例 》 ,

艾除了律后总注
,
原总注中的一些私家释文上升为正式律条

,
另有一些则被

定为正式的司法审判参照物
。

如乾隆五年
,
律例馆总裁三泰在进呈 《 大清律例 》 奏疏中说 :

“ 律文后大字总注
,
虽亦原本 《 笺释 》 、 《 辑注 》 等书… …其中有于律义有 所 发 明

,
实 可

补律之所不逮
,
则竟别立一条

,
著成例

, 以便引用
。 ” 再如

,
对有关纳赎的 标 准

, 《 大 清

律例 》 的凡例规定应 “ 查照 《 读律佩麟 》 所载不准纳赎的罪名
,
详加 酌 定

, 于 各条 下 注

明
。 ”

2
.

对 司 法的影响
。

私家释著对清代司法审判活动的影响十分重大
,

特别是 《 读律佩锵 》

和 》 大清律例 》 的 《 集注 》 、 《 辑注 》 、 《 全纂 》 、 《 增修统纂集成 》 等释本对清代司法活



.

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
。

各地刑署衙门乃至刑部
,

总是将这儿种释本与 《清律 》并置
,
审

理案件时
,
常拿 《 辑注 》 等本与 《 清律 》 互相参照使用

。

尤其是当律 例条 文 规 定 不 明 确

时
,
多 以私注观点为断案依据

。

甚至在 《 辑注 》 等释本的观点和律例条文稍有歧 异 或 相 悖

时
,
司法官也常引私家观点而破律

。

乾隆三十五年 ( 1 7 70 ) 福建巡抚向刑部呈报的一件谋杀

案题本
,
颇能证明这一点

。

案情原委是 : 主犯邱德成与同案犯刘钟氏通奸
,
二人为达到成婚

的目的, 密谋杀死邱妻
。

计谋 已定
,
先是刘钟氏多次扬言不堪忍受贫困

,
意欲自尽

, 以混乱

视听
。

案发当日
,
邱犯诱骗其妻与其一同外出

, 又让其妻穿上预先备下的刘钟氏的衣服
。

待

二人行至一河塘边时
,
邱犯乘其不备

,
将其推下塘去

,
致其溺死

。

与此同时
,
刘钟氏按计跑

至塘边
,
脱下鞋袜放置边上

,
伪造出本人自杀的情状

。

案发后
,
福建巡抚判处邱德成纹刑

,

但在认定刘钟氏的行为是 “ 从而加功” 还是 “ 从而不加功” 上
, 因律无详细规定 而 犹 疑 不

决
。 《 大清律例

·

刑律
·

人命 》 “ 谋杀人” 条只是作了一个概括的规 定 : “ 凡 谋 杀 人… …从

而加功者
,
纹监候 ; 从而不加功者

,
杖一百流三千里

,
杀讫乃坐

。 ” 沈之奇 《 辑注 》 对 “ 加

功 ” 和 “ 不加功” 作了这样的注释 : “ 功者
,
杀人之事也 ; 加者

,
用力之谓也

。

故用手杀人

伤人方谓加功
。

若在场燎望
、

恐吓
、

逼追
、

拥卫之人皆所谓不加功也
。

如将燎望等皆作加功
,

则恐多人俱坐纹矣
。 ” 结果

,
福建巡抚引证 《 辑注 》 的观点

,
将刘钟氏定为 “ 从 而 不 加 功

者 ” ,
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之刑

。

其后
,
此案虽 以刑部坚持 “ 刘钟氏

;

虽未下手加功
,
但其扬

言自尽
、

换给衣鞋
、

阴谋诡计殊属好险
,
与从而加功者无异” 的观点

,
判处刘钟氏纹监候完

结
,
但由此可推知一二的是

,
在律无详细

、

具体规定时
, 一些私注观点

,
实际上具有司法解

释的效力
。 ① 另一则案例是乾隆二十八年 ( 1 7 6 3 )

,
甘肃巡抚就 “ 劫掠尊亲属妻 女 强 占为

婚” 一案转呈刑部的题本
。

案情原委是
,
原佃户陈再堂与其子陈襄里商议娶原主子之女

,
遭

到该女拒绝
。

陈再堂密谋劫持该女与其子成婚
, 于是让陈襄里到原主家抢得该女进行好占

。

案发后
,
陈再堂在审理过程中病死

。

在对陈襄里罪行定性时
,
巡抚坚持 《 辑注 》 的观点

。

《 辑注 》 认为
, “ 律以犯者犯意为主

,
该管官吏应定人犯之犯意

。

若人犯强好良家妻女
, 以

犯奸论 ; 若奸占其为妻妾者
, 以犯娶尊亲妻女论

。 ” 若按照 《 辑注 》 的观点
,
陈襄里应定为

犯奸罪
,
处绞刑 ; 若依律文规定

,
应定为娶尊亲属妻女罪

,
处斩刑

。

这就是 《 辑注 》 与律文

的不同之处
。

刑部虽最终驳回了巡抚以 《 辑注 》 观点为断案依据的意见
,
坚持以律文为准

,

但由此略可窥见
,
当律与注相悖时

,
地方司法实践中常引注破律

。 ②

3
.

协调全国法制机器的运转
。

作为清王朝统一法典的 《 大清律例 》 是国家进行司法审判

活动的最基本依据
。

但是
,
在司法实践中常遇到下面几种情况的阻碍 : 一是清代疆域辽阔

,

各地的风俗
、

文化
、

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异
,
这就造成了适用法律上的实际不统一 ; 二是清

代各民族不同的民族意识
,

特别是各地的宗族法程度不同地制约了司法审判活动 ; 三是清代

中央专制集权的国家制度是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生存基础的
, 因而地方各级官府带有相当的

地方保护性
,
对 《 大清律例 》 总习惯于为我取舍

。

针对 以上种种情况
,
各地官府在律例基本

精神和原则的制约下
,
对律例采取一些变通解释的方法

,
使其更适合本地区社会经济

、

文化

发展状况的需要
,
从而更好地使全国法制的统一与各地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

,
形成了

封建法制的协调机制
。

这种有机结合和协调机制的形成
,
主要是通过释律家们在 《 律例 》 基

案例见 《 大清律例增修统篆集成 》 卷26 《 刑律
.

人命 》 .

谋杀人
’

条 上栏注释
。

案例见 《 刑案 汇览
。

刑律
·

犯好 》 .

乾隆二十八年部驳甘肃巡抚案
. 。

①②



本精神指引下
,
结合各地不同情况所作的释律活动来实现的

。

清代私家释律活动所 以久盛不衰
, 私家释著被广泛援用

,
均与私家释律方法密切相关

。

清人突破了明以前各朝仅对法律条文本身进行识降
、

疏议的单一的解释方法的限制
,

、

把法律

解释方法向多向性
、

多层面发展
, 从而具有较强的技术性

,
能够准确地把握法典的基本精神

和各条文的含义
,
加强了法律的适用度

。

笔者在对一百多种 《 大清律例 》 私家释本进行考证
、

整理之后
, 认为清代私家解 释 法

律的方法主要有 : 法律术语的规范化解释
、

互校解释
、

限制解释
、

扩大解释
、

类推解释和判

例解释
。

受篇幅的限制
,
本文举例 以侵犯公私财产罪和人身安全罪为主

。

1
.

法律术语的规范性解释
。

对法律术语进行规范性解释
,
自晋张斐注释晋律始

, 至明朝

已较为完备
,
发展到清

, 更加纤悉备至
。

值得推崇的是
,
清人重视从司法适用的角度进行解

释
,
进而更具有实用性

。

例一
, “ 律母

” 释义
。 《 大清律例 》 在卷首把整部律中常用的八个关键性词 ( 以

、

准
、

皆
、

各
、

其
、

及
、

若
、

即 ) 提炼出来
,
绘为一图

,
置于丧服诸图之后

, 予 以解释
,
并取名为

“ 例分八字之义 ” 。

但作为官方的立法性解释
,
却未免失之简约

、

粗疏
。

康熙年间
,
刑部郎

中王明德对 “ 八字
”
作了详细的释义

,
并冠以

“
律母 ” 之名

, 意为 “ 解律 之 母
” ,

使
“
八

字” 的涵义更加明确
。

现举 “ 以” 、
“ 准

”
二字

,
对照 《 律例 》 的规定和王明德的解释

, 进

行比较 :

《 大清律例 》 : “
以者

,
与实犯同谓

。

如监守
,
贸易官物

,
无异实盗

,
故以枉法论

, 以盗

论
,
并除名

,
刺字 ; 罪至斩

、

绞
,
并全科

。 ” 《 读律佩嫩 》 : “ 以者
,
非真犯也

。

非真犯而

情与真犯同
,
如真犯之罪罪之

,
故曰以

。 ” 又 : 《 大清律例 》 “ 准者
,
与实犯 有 间矣

。

谓

如准枉法论
、

准盗论
。

但论其罪
,
不在除名刺字之例

,
罪止杖一百流三千 里

。 ” 《 读 律 佩

姗 》 : “ 准者
,
与真犯有间

, 用此准彼也
。

所犯情与事不同
,
而迹实相涉

,
算为前项所犯

,

惟合其罪
,
而不概如其实

,
故 日准

。 ”

比较这两种解释
, 可以看出

,
官方的立法解释着重以举实例来释 “ 八字之义 ” ( 其他六

字均如此 ) ; 而私家注释则重视从立法原理上对 “ 八字
”
作规范化释义

,
补足了官方立法解

释的不足之处
。

例二
, “ 律眼

” 释义
。 《 读律佩艘 》 还把 《 大清律例 》 中常见多 用 的 一 些 法 律 词 语

( 但
、

同
、

俱
、

依
、

并
、

从
、

累减
、

递减
、

从重论
、

罪同
、

同罪
、

听减
、

得减等 13 个字词 )

提出
,
专成一篇

,
冠 以 “ 律眼 ” 之名

,
用文字

、

音韵
、

训话等方法
,
对其进行精确和全面的

规范性定义
,
并举实例佐释

。

现举 “ 但
、

从重论 ” 二例证明如下 :

“ 但者
,
淡也

。

不必深入其中
。

只微有沽涉便是
。

律义于最大最重处
,
每用 但 字 以 严

之
。

如
`
谋反大逆

’

条 内云 :

用但字之义
,
是对已行未行言

。

`
凡谋反

、

谋大逆
’
但其谋者

, 不分首从
,
皆凌迟处死

。

” 又 : “ 从重论者
,
较量重轻

, 从其重者以论罪也
。

此条

从重

论
’
三字亦有二义

,
如 《 名例 》 内云 : `

二罪俱发
,
从重论

’ ,
系就一时所发言… …此一义

也 ; 若律中各条下所载之从重论
,
则又有所犯之事之律言者… … 此又一义也

。 ”

例三
, “ 六杀

”
释义

。 “ 六杀
” ,

即封建法典中规定的谋杀
、

故杀
、

斗 杀
、

误 杀
、

戏

杀
、

过失杀六种杀人罪
。

西晋至明代
,
众多释本都对 “ 六杀

”
作了设释

。

但这种诊释较多地



从立法解释的角度来阐述
,
忽略其与司法实践的联系

。

清代释律家注意到这一点
,
注重从司

法适用的角度对其进行规范性解释
,
使之比单纯的立法解释更适用

。

现以对 “ 戏杀” 一罪的

解释论证如下 :

于垠 《 祥刑要览 》 : “ 戏杀本无争竞
,
谓 以堪杀人之事为戏

。

如立约相打
, 比较拳棒

,

互相击搏以角胜负
。

或于危险桥船
、

水火
、

兵刃之上
,
明知其足 以相害而两相和同以为之

,

则知其杀伤非出于不易也
。

故各以斗杀伤论
。

盖戏杀原属有意
,
如仅相偎戏而偶致陷人于不

测者
,
此又过失而非戏杀矣

。

若知津河水深
、

泥泞及桥梁
、

渡船朽漏而诈称平浅牢固
,
逛哄

令人过渡
, 以致溺陷死亡

,
虽与戏杀相等

,
仍亦以斗杀伤论

。 ” 这条释文从三个方面对 “ 戏

杀” 作了解释 : 第一
,
戏杀是双方主观上没有恶意

,
在嬉闹玩耍中不慎导致的伤害

,
是一种

主观上完全无预见性的伤害行为
。

第二
,
对主观上有预见性

、

却又疏忽大意或放任这种危险

发生的行为
,
其罪质显然超过游戏的范围

,
应属于斗杀罪的范畴

。

第三
,
二人嬉戏时

,
由于

意外情况的发生
,
致使双方同时遭受不测

,
当属于过失伤害罪范畴

。

其余 “ 五杀” 的解释方

法与此大致相同
。

2
.

互校解释
。

比较各家观点
,
提出自己见解

,
这是清人在释律中常用的手 法

。

如 关 于

“ 侵占田宅” 条
, 《 辑注 》 是这样表述的 : “ 《 琐言 》 日 : ` 田宅日侵占而不言强占

,
设有

用强霸占显迹者
,
当依强占山场等项律 ;

’ 《 笺释 》 亦云 ; 《 管见 》 日 : ` 山场言强而 不 言

侵占
· ·

… ; ’ 《 读法 》 谓 : `
两节之义互见

,
有犯当互 比 ; , 《 据会 , 云 : `

其无强者
,
不

过盗取其剩
,
当依盗论 ; ’ 《 笺释 》 又云 : `

当随事酌处
。 ’

诸解俱得见
,
不可泥定耳

。 ”

这段释文中
,
就侵占田宅的定性问题

, 《 辑注 》 节取五家观点
,
加以比较

,
得出 自 己 的 见

解
。

又如 : 对 “ 强盗自首 ” 条
, 《 大清律例全纂 》 : “ 《 集注 》 日 : `

此条自首 者 杀 死 人

命
,
间故杀 ; 奸人妻女间强好

,
乃不准免杀

、

奸
、

烧房之罪
,
非不准免盗罪 也

。 ’
此 说 大

误 … …此条不准自首
,
竟须照例斩泉

,
与 《 名例 》 `

得免所因
, 听从本法

’
不同

,
所谓

`
本

条别有罪名
’

也
。 《 集注 》 泥于 《 名例 》 而忘其轻重倒置 ; 《 汇纂 》 亦采之而浓加圈点深信

不疑
,
抑何忽思之甚也? ”

3
.

限制解释
,
指对法律规范的文字涵义加 以限制性说明

。

当某一法律规范的效力并不及

于条文文字内容中所包括的一切情况时
, 即需要对法律规范的文字涵义加以限制

。

如 律 例

中
,
凡是涉及 “ 盗 ” 的条文

,
皆以 “ 得财 ” 和 “ 不得财 ” 作为确定不同刑罚责任的标准

,
但

对 “ 财 ” 、 “ 得财 ” 、 “ 不得财” 却规定得含糊
,
常难以界划

。

为此
,
释律家们结合律例原

意
,
对二词作了限制性解释

。

( )l
《 律例增修统纂集成 》 : “ 不得财者

,
因追逐而不得也

。

若入盗手即谓之 赃
,
其

未分受者是不分赃
,
非不得财也

。 ”

( 2 )
《 辑注 》 : “ 盗罪但论得财

,
不论分赃… …不得 以不分赃为不得财也

。 ”

( 3 )
《 集注 》 : “ 在事主家谓之财

,
入贼手谓之赃

,
贼人弃财途中被他人抬去亦 以 得

财论
。

盖盗虽未得赃
,
而事主之财已失矣

,
惟事主拾回方是不得财也

。 ”

从以上三条释文可以看出
,
第一

,
财物在事主家中叫 “ 则” ,

若被盗
,
入了盗贼之手

,

就成了 “ 赃” 。

第二
,
盗贼从事主家中盗走了财物

,
就构成了 “ 得财” 。

即使盗贼在途中将

财物丢弃
,
被他人拾去

,
也不影响 “ 得财” 的构成

。

第三
,

盗贼被追逐
,
将财物丢弃

,
被事

主拾回
,
叫 “ 不得财” 。

如儿个盗贼共同作案
,
盗得财物

,
来不及分赃就被抓 获

, 不 能 叫
“ 不得财” ,

而是叫 “ 不分赃
” 。

第四
,
盗贼只要 “ 得财” ,

盗罪遂成立
,

分赃与否不影响

一
- 丽. 甲~ . . . . 一一- . . . .



此罪的构成
。

4
.

扩大解释
,
指对法律规范所作的广于其文字含义的解释

。

清人常用这种解释方法来补

充 由于律文抽象概括所造成的意指不明的缺憾
。

例一
,
对律文中 “ 田 ” 与 “ 宅” 的解释

。 《 辑注 》 : “ 曰田
,

则山园
、

波荡之类
,
亦在其

内 ; 日宅
, 则碾磨

、

店肆
、

车船之类
,
亦在此内

。 ” 该条释文对构成 “ 田宅 ” 律的主要词素
“ 田” 与 “ 宅 ” 的概念

,
作了扩大解释

,
将其赋予法律上的特定涵义

, 以便与通常意义上的

“ 田
’ ,

与
“
宅

, ,

相别
。

例二
,
对 “ 略人略卖人 ” 条中

“
杀人伤人

” 的扩大解释
。

律文 : “ 凡设方略而诱取 良人

为奴脾者
,
皆杖一百流三千里… … 因而伤人者

,
绞 ; 杀人 者

,
斩

。 ” 《 辑 注 》 : “ 伤 人 杀

人
,
非但杀伤被诱略之人

,
凡在旁之人

、

追捕之人与被略人之父母
、

兄弟等亲皆是
。 ”

在这

条释文中
, “ 略人略卖人

” 罪中的 “ 伤人
、

杀人 ” 概念的外延被扩大了
。

5
.

类推解释
, 即 《 大清律例 》 中的 “ 比附援引” ,

是对条文中没有直接规定的现象
,
援

用律例中最相类似的条款进行比附解释
。

清人释律时
, 遇到法无明文规定

,
情节疑难的情况

时
,
多采用这种方法

。

例一
,
对 “ 比附援引

” 的论解
。

律文 : “
凡律例该载不尽事理

,

若断罪无正条者
,

援引它

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
。 ” 例文 : “ 律无正条

, 比照某律某例某科断或比照某例加一等
、

减一等科断
。 ” 对律文

, 《 辑注 》 释为 : “ 该载不尽者
,
如城门钥遗失

, 无文
, 比 遗 失 印

信
, 以皆为关防之物也

。 ”
对例文中的 “ 比照 ” 二字

, 《 辑注 》 解为 : “ 例称照者
,
即容光

必照之照也
。

如日光照隙
,
其隙之大小长短不为稍增

、

稍损也 … …称比照者
,
实非是律为之

比度
。 ” “ 虽比照某律某例以科其罪

, 然彼此不相乳水也
。 ”

例二
, “ 共谋为盗分赃” 条

。 《 集注 》 释 : “ 强盗窝主
,
有造 意共谋

、

行与不行
、

分赃

与不分赃之律
。

其共谋为盗不行者
,
分赃不分赃 , 律无文

,
自当推其共谋之情

, 不行之故
。

如谋系造意
,

不行非其本怀
,
或与事主识认

, 不便同往
,
约定在家 等候分赃

,
或家有上盗之

械与他盗带去
,
如此等者

, 可与窝主同科 ; 若谋非造意
,
悔而不行

,
他盗得财之后

,
分给赃

物
, 照知强窃盗后分赃律

。 ” 释文对法无明文规定的 “ 共谋为盗
, 不行之人分赃不分赃

”
情

况 , 比照相似条文
,
确定了不同的类推标准 : 第一

,
故意谋划行窃

, 因意外原因而不能实施

具体犯罪行为
,
若约定在家等候分赃

,
或借与他人作案工具等

, 比照 “ 窝主 ” 罪定罪科罚
。

第二
,
对非故意在犯罪实施阶段 自动中止犯罪行为

,
却参加分赃的胁从犯

, 比 照 “ 知 情 分

赃
” 罪科断

。

6
.

判例解释
。

用判例 ( 成案 ) 解释 《 大清律例 》 ,
自 《 大清律例汇纂 》 始

,
乾隆中期以

后 , 私家释著多在注释
、

疏解律例条文后
,
引用大量判例阐释律条

。

一如清人在其释著中所

称 : “ 成案 ( 即判例 ) 与律例相为表里
, 虽未经通行之案不准引用

, 然其衡情断狱
,
立议折

衷
,
颇增学识

,
兹亦广为采辑

, 以为互证
。 ” ① “ 凡有各省条奏及咨请部示

,
请六部议准并

刑部随案修改例文
,
核其将来应纂为例

, 暨奉特旨载入例册者
,
皆列于条例之后

。 ” ②判例

解释是乾隆中期以后
,
解释 《 清律 》 的重要方法

。

例一
,
对 “ 图财而害命 ” 的解释

。

条例 : “ 凡图财害命
,
应分别曾否得财定拟

。

其得财

而杀死人命者
,
首犯与从而加功者

,
俱拟斩立决… … 。 ” 《 律例增修统纂集 成 》 “ 谋 杀 人

①② 《 大清律例重订辑注通篆 》 胡锥楷序
.



命条引乾隆三十三年部改河南案 :“ 杨风来因刘玉树
,
托其觅亲

。

( 刘 ) 骗言定 娶 周 姓 寡

妇
,
先后讴取 ( 杨 ) 银钱

,
·

订期过门
。

至期
,
杨风来追寻

,
刘玉树知必败露

,
虑其探究

,
将

杨风来害死
,
剥衣花用

。

查 : 刘玉树始因骗财而谋命
, 继复谋命而取财

,
其险恶阴谋始终为

财起见
, 不应依谋杀人向拟

,
改依图财害命律斩决

。 ”

例二
,
对 “ 杀一家二人” 罪的解释

。

嘉庆十九年修改例 : “ 杀死功服绍麻卑幼一家非死

罪二命者
,
俱问拟纹决

。 ” 《 增修统纂集成 》 引嘉庆二十年山东案 : “ 李不显殴死李杨氏
,

复故杀李惠
。

李杨氏与李惠系有服亲属
,
但李杨氏系被殴杀

,
并非故杀

,

与杀一家二人之例

不符
,
李不显应照故杀律斩监候

。 ”

从以上所举的几种释律方法中可以看出
,
清代私家在注释 《 大清律例 》 方法上

,
具有以

下特点
:

第一
,
法律解释方法力求纤悉详至

。

清代释律家们刻意求索一字一词
、

一句的特定涵义

和内在联系以及不同的字
、

词在不同罪中的特定解释
。

同时
,
融音韵学

、

文字学
、

训沽学和

法学知识于一体
,
并辅之以实例加以深化

,
使得法律解释形象

、

生动
, ,

第二
, 通过释律进一步阐发律文中所包含的立法精神和法律原则

。

释律家们不仅按照语

言的字面意思或句子的语法结构去疏解和让释法律
,
还注意领会和体现法律语言背后的立法

者的意图
,
对于词句含混

、

不能明确其意的法律条文
,
就通过揣测立法者的意图来 进 行 解

释
。

第三
,
注释手段多用列举式

。

层层列举
,
逐项展开

,
分段剖析

。

注重寻求法典的历史因

革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
,
从法典的逻辑结构

、

法律术语的概念及每一罪名和罪状的内

涵和外延方面
,
作深层的揭示

。

第四
,
解释方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

。

乾隆中期以前
, 以法律术语的规范性解释

、

互校解

释
、

限制解释
、

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为主
,
乾隆中期以后

,
判例解释比重加强

,
从而解决 了

法律的稳定性和现实生活变异性的矛盾
。

第五
,
释律家们善于用互校解释的方法

,
对法典中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和各家注释不同的

释语进行对比
,
加 以评注和鉴别

。

这种比较解释方法
, 最显著的好处就是给使用者以选择的

余地
,
具有一定的科学性

。

第六
,
体现了释律家们的 “ 纲常名分” 和 “ 恤刑 ” 思想

。

如涉及到尊卑服制关系时
,
其

解释着力于表现尊卑身份的不同而导致的用刑上的不同
,
使得依服制尊卑定罪的立法原意昭

然若揭
。 “ 恤刑” 思想则较集中地体现在限制解释中

,

如对 “ 盗
” 罪中 “ 强 ” 的解释

,
明显

地缩小了 “ 强 ” 字的外延
,
减少了重刑的适用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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